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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畫風中的華夏美學意識 

──上海任教時期的發展契機 

黃冬富 

Chinese Aesthetics Consciousness in Chen, Cheng-po’s Paintings─A Turning Point while 

Lecturing in Shanghai / Huang, Tung-fu 

 

摘要 

日治時期台灣第一代西畫名家陳澄波，於東京美術學校畢業之際，遠赴上海

新華藝專等校任教（1929.03-1933.06）。其間不但參與上海畫壇之脈動，同時也受

到上海濃厚的華夏美學意識之感染，進而帶動其日後創作理念以及畫風之成熟。

本文主要分析其上海任教期間的教學、畫會活動和展覽活動之參與情形，以及交

友概況，進而析探與其畫風發展之關聯。 

 

關鍵字：陳澄波、台灣美術史、東京美術學校、新華藝專、昌明藝專、藝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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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陳澄波（1895-1947）為日治時期第一代留日西畫家，是台灣第一位以繪畫入

選日本帝展的畫家，也是日治時期台籍畫家當中極少數到大陸大專院校美術科系

任教而成就卓越者之一。日治時期第一代臺灣東洋畫家林玉山少年時期常向陳澄

波請益素描；前輩西畫家張義雄早年也曾追隨陳氏學畫；1929 年 3 月至 1933 年 6

月之間，陳澄波赴上海擔任新華藝專西畫科主任以及昌明藝專藝教科西畫主任，

任教新華藝專時曾教過前國立台灣師大美術系主任袁樞真教授，在台灣畫界的輩

份極高。雖然他滯留大陸僅四年多，但由於其個人特殊的理念以及審美取向所致，

使得他的創作理念消融了不少的華夏藝術元素。 

謝里法在其《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裡頭，依據諸多臺灣文化界前輩之

訪談，曾速寫出陳澄波的文化形象之初步輪廓： 

凡在臺灣光復之後和陳澄波有過交往的人，都會經常聽到他在 勸導畫友說

國語，善意幫助畫友認識祖國和祖國的同胞。因為他對祖國的愛和對祖國

的認識比別人深也比別人早，至少在他心裡是這麼認為。1
 

喜歡講國語，也鼓勵大家講國語，並且又積極介紹和行銷祖國等種種作為，

在在都顯示出由於他對祖國的深切認同和深厚的情感所致。顏娟英教授曾喻之為

日治時期「最富有民族意識的西洋畫家」2，實亦其來有自。 

 

一、成長學習與漢文化之養成 

陳澄波在臺灣割讓日本的 1895 年 2 月 2 日生於嘉義，陳父守愚公（?-1909）

為前清秀才，曾擔任漢學堂和私塾教師，陳澄波童年時期也曾接受過民間傳統的

書房教育3，因此雖然陳氏正式的學校教育接受的是日治時期的日式教育，但由於

他從小特殊的家庭教育背景，因而在其可塑性最高的童年時期，比起日治時期的

其他西畫家，擁有更為直接的漢文化養成環境。 

日治時期嘉義地區文風鼎盛，日治前期書房詩社數目繁多，顯見其漢文化之

盛況。到了 1919（大正八）年元月，〈臺灣教育令〉公布以後，書房方始急速銳減，

但是詩社方面仍未作抑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嘉義在日治時期詩社數量曾位居

全台各地區之冠，總數達到 27 社之多。4書房和詩社數量多，也象徵著陳澄波從小

                                                      
1
 謝里法，《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藝術家，1992 年，頁 44，3 版。 

2
 顏娟英，〈勇者的畫像──陳澄波〉，引自《臺灣美術全集第 1 卷  陳澄波》，台北，藝術家，

1992 年，頁 29。 
3
 同上註，頁 28。 

4
 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1986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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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學習的環境空間──嘉義地區，一直承載著較為濃郁的漢文化氣息，這種

成長環境氛圍，對於陳氏漢文化素養的增強應該不無影響。 

由於家境之困難，陳氏在滿 12 歲（1907 年）以後才進入嘉義第一公學校（嘉

義市崇文國小前身），足足比起一般公學校學生晚了 6 年才就讀。1913-1917 年間

就讀於台北的國語學校（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和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之前身），公學師

範部期間，曾上過石川欽一郎所指導的圖畫課，石川老師不但引導他初窺西洋美

術之門徑，也因而奠定日後朝向以美術探研為終生志業的生涯發展目標。石川老

師此後更成為陳氏藝事和生涯發展方面永久的諮詢導師，每逢遇到困惑而感到徬

徨的時刻，陳氏往往以書信向石川老師請教，而且經常很快的就會接到石川老師

誠懇地給予意見之回覆。石川老師之畫風奠基於英國水彩技法，又融合了南畫（中

國文人水墨畫風）之特質，富於優雅的詩境；他也喜歡帶著畫具到戶外對景現場

寫生。就前者而論，石川畫風中的南畫特質，對於擁有漢文化養成背景的陳澄波

而言，應該具有一定程度的親切感和啟發；就後者而論，雖然日治中期臺灣地區

的小學圖畫課臨仿教學仍然普遍5，但由目前嘉義市文化局所保存之陳氏家屬所

贈，1920 年代初期陳氏在水堀頭公學校（今水上國小）任教時，帶領學生進行戶

外寫生課的照片，顯見陳氏任教公學校時，即已將這種戶外寫生教學予以落實實

踐。 

1923 年 8 月，任教於公學校的陳澄波以漢文投稿，入選彰化《崇文社》第 37

期徵文，並獲得第六名之獎勵6，說明了他自幼以來的漢文素養，歷經公學校和國

語學校的日式教育，不但始終未曾放棄，甚至已然具有以中文撰文獲獎的實力。 

1924 年 3 月，陳氏在妻子的支持下，以 30 歲之「高齡」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圖

畫師範科就讀，同行的還有台北國語學校晚他五屆的學弟廖繼春也同時考上，同

班就讀。東京美術學校（簡稱東京美校，東京藝大前身）的圖畫師範科旨在培育

師範學校、中學校以及高等女校的圖畫教員為主旨，不同於西洋畫科、日本畫科、

雕刻科……等，以養成專門技術家為其主旨。7因此，其課程舉凡西畫、日本畫（圖

1）、圖案甚至習字等都須修習。目前陳氏家屬仍然完整保存整疊品相甚佳的陳氏

東京美校時期的書法習作，其書寫筆筆送到，沉著而順暢，顯見其書法已具相當

                                                                                                                                                            
33。亦參見林惠源，《嘉義藝文發展的歷史觀察》，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頁 60-62。 
5
 參見林曼麗，《臺灣視覺藝術教育研究》，臺北，雄獅圖書，2000 年，頁 108。 

6
 顏娟英，《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臺北，雄獅圖書，1998 年，頁 68。 

7
 桑原實監、磯崎康彥、吉田千鶴子，《東京美術學校の歷史》，東京，日本文教出版社，1977

年，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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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以及書寫態度之認真（圖 2）。此外，這段時期，陳氏在繪畫方面的探研主力，

仍然延續留日以前的西畫領域。 

由於陳氏高齡入學，因而在東京美校時期格外珍惜學習機會，比起同學們加

倍地用功。白天在東京美校上課（西畫指導老師為田邊至），晚上又往岡田三郎助

主持的本鄉繪畫研究所繼續研習素描，其生活簡樸，無菸酒打牌習慣。每逢星期

假日，一定帶著畫具外出寫生，全心為畫道而苦幹，其用功精神讓同住的室友欽

服和效法。8
1926 年陳氏以《嘉義街外》入選日本第 7 回帝展，時僅為東京美校三

年級學生，締造了台籍畫家最早入選帝展之紀錄，也頗受媒體矚目。翌年陳氏完

成圖畫師範科三年本科學業之後，繼續進入同校西畫研究科研讀二年，同時又以

《夏日街景》（圖 3）入選第 8 回帝展，1928 年更以《龍山寺》獲第 2 回台展特選

第一名……。其東京美校前後五年的求學時期之獲獎畫歷，罕人能及。檢視其畫

風敦厚樸拙，個性強烈，頗不同於其師田邊至以及岡田三郎助之流麗優雅。 

據張義雄之回憶，早年曾聽陳氏就讀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的同學中堀愛

作之描述： 

……記得有一次，田邊至老師要改他的素描，澄波不同意老師的改法，不

久又把它改過來。由於他在畫中表現出強烈的個性，田邊至老師最後終於

同意澄波依自己的意思去表達。澄波就是這樣要求每張畫都能表達自己的

強烈個性，……。9
 

經筆者查閱東京藝大歷年的《同窗生名簿》，中堀愛作於 1914（大正三）年 3

月畢業於東京美校的圖畫師範科，在東京美校的屆別當中比起陳澄波足足早了 17

屆，較之田邊至教授（1910 年，西洋畫科畢）晚了四屆，比台展評審委員鹽月桃

甫（1912 年，圖畫師範科畢）則晚兩屆。10因此中堀氏所說，應該係間接聽自田邊

至老師或陳澄波班上同學所轉述。此外，據當年在東京下谷區上車坂町與陳氏賃

屋同住的林玉山也在回憶中提及： 

……田邊至先生，對陳（澄波）先生所交作業表示無法批改，曾說陳先生

之繪畫，有他獨特之性格，只好讓他自由發展，不能勉強左右他云云。11
 

林氏的說法也證實了張義雄所引中堀氏所描述，這兩則對於陳氏學畫之情

                                                      
8
 林玉山，〈與陳澄波先生交遊之回憶〉，詳見《雄獅美術》106 期，1979 年 12 月，頁 60-68。 

9
 張義雄口述，陳重光執筆，〈陳澄波老師與我〉，收入《雄獅美術》100 期，1979 年 6 月，頁

126。 
10

 東京藝大美術學部，《同窗生名簿》，日本，東京藝大同窗生名簿編輯委員會，1981 年，頁 86、

348、349。 
11林玉山，〈與陳澄波先生交遊之回憶〉，詳見《雄獅美術》106 期，1979 年 12 月，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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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說明了他課堂上面對著帝展審查員身分的田邊至教授，並未震懾於其卓越的

成就和地位而「循規蹈矩」地遵循老師的指導，檢視其畫風也確實未依附在田邊

至老師的畫風庇蔭底下。其個性鮮明而堅持個人自我理念，固然是形成其畫風特

質的重要因素，然而田邊至老師的包容以及尊重適性發展，同樣地展現出名師的

胸襟和氣度。 

陳氏畢生畫作以風景寫生為其大宗，林玉山也曾追憶當年陪陳氏一起寫生之

情景： 

……他（陳澄波）描畫風景以前，必須對景觀察很詳細，描寫草稿後，再

以富韻律和變化的筆調去完成一幅畫。若寫生有明顯透視結構之街景，陳

先生的表現比誰都奇特，有一次，我跟著他在嘉義市文化路嘉義戲院前騎

樓下，遙望著中央噴水圓環寫生。依常人看來，街景的馬路，在透視的關

係中，應越遠越小，可是陳先生卻相反，有如古人畫方形桌面一樣，越遠

反而越寬之奇異表現。說亦奇妙，雖陳先生的畫面上，地平線有甚覺不穩

之處，可是待他完成此圖之後，卻於不自然中，使你感覺有自然而合（和）

諧之魅力，這就是他特殊之風格。12
 

林氏所說「古人畫方形桌面」，指的正是中國古畫中常見的違反定點透視之情

形。這種違反客觀法則成規的主觀畫法，在陳氏歷年作品中經常出現。對於受過

東京美校五年科班訓練以及帝展多次入選、台展多次特選肯定的陳澄波而言，這

種基礎的客觀的透視法則，絕對不可能不懂，重要的是在他個人主觀的抉擇。 

陳氏相當崇拜梵谷，他所遺留下的藏書中有兩本與梵谷有關的日譯本，其一

是北原義雄編譯的《梵谷小傳》，另一則為木村莊八澤的《梵谷書信集》，均為 1929

年版本，據謝里法之檢視，兩本書都被陳氏用紅筆劃了又劃，13顯然在閱讀之當下

所深切認同以及深受啟發。 

陳氏這種從學生時期以來即已具備的強烈自我堅持之性格，自然顯露在其日

後畫風的強烈個性化之發展導向。他早年畫作如 1927 年的《夏日街景》，運用所

謂「炎方色彩」的高彩度色彩詮釋台灣的陽光和熱度，更以雷諾瓦和梵谷般曲線

游動的強烈筆觸畫樹，甚至似乎有意不去講究精準的透視法則，呈現出強烈的畫

家個性，也與中國傳統繪畫「尚意輕形」、「線的雄辯」之旨趣相近。 

 

二、任教上海之緣由 

                                                      
12

 林玉山，〈與陳澄波先生交遊之回憶〉，詳見《雄獅美術》106 期，1979 年 12 月，頁 63。 
13

 謝里法，〈陳澄波──學院中的素人畫家〉，引自《雄獅美術》106 期，1979 年 12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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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 3 月，陳氏於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研究科畢業之際，隨即應聘上海新華

藝專西畫科主任（1929.03-1933.06），同時也擔任上海昌明藝專藝教科西畫主任

（1929-1931）以及帶有補習班性質的藝苑繪畫研究所擔任名譽教授（1929-1933）。

其選擇赴上海發展之抉擇和契機，據陳氏於 1946 年戰後之初撰文自述：「我從美

校研究科畢業時，由日外務省（按：日本的外交部）推薦到上海新華藝術大學任

西畫科主任之職。」14與陳氏同鄉，交情甚篤，且於東京時期曾與陳氏同住的林玉

山則於回憶中表示：  

陳澄波先生……東京美術學校畢業時，余亦完成了川端畫學校之學業，陳

先生返台後，很不滿日人歧視同胞，及不平之待遇，毅然決意遠渡祖國服

務，為上海新華藝專西畫科主任，又兼職於昌明藝專。陳先生研究心很勤，

滯上海不久，語言很快就可以暢通，所以對教學毫無不方便之處。15
 

依據上述陳、林兩則說法，大致可以瞭解，陳氏東京美校畢業時，最初仍想

回到故鄉台灣，只因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不平等待遇，無法發揮，才借助日本外

務省之推薦而轉赴上海發展。檢視陳氏畢業赴上海以前資歷：已具備中等以上學

校圖畫教師之任用資格（圖 4、5），而且又擁有兩回帝展（第 7、8 回）入選，一

次台展（第 2 回）特選第一名，此外又於日本春台展榮獲岡田賞獎金以及槐樹社

美展入選等榮譽，其畫歷著實亮眼。在當時，不但台灣任教中等以上學校甚至包

括師範學校的日籍圖畫教師中，罕人能及；甚至活躍於上海的留日中國畫家亦然。

然而在台灣的就業方面，則受限於台灣土生土長而非日本人身分，難以爭取中等

以上學校擔任美術教職。據何清欽教授之統計，日治時期台籍小學教員所佔比例

不及 2%（餘為日籍），中學只佔 4.9%，大專學校僅佔 4.3%。16林玉山所說「日人

歧視同胞及不平等之待遇」所指的應該就是指這種就業機會的不平等。如果重操

舊業，再返公學校擔任包班制小學教師，則不但無法發揮所長，而且在日治時期

留日台籍畫家當中也幾乎無人作此選擇。相形之下，能到上海擔任社會地位頗高

的大專教授，而且更可學以致用，未嘗不具有相當的誘因。其次，他所敬仰的石

川欽一郎老師的贊成和鼓勵也對於他的這項抉擇發揮不少增強作用。此外，其自

幼以來的漢文化底子，以及對於漢文化的認同，則又大幅度減少其上海任教時語

文和文化上的調適問題。 

                                                      
14

 陳澄波，〈日據時代台灣藝術之回顧〉，1946 年，收入《雄獅美術》106 期，1979 年 12 月，頁

69-72，文引頁 70。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部份年代之註記有些出入，可能僅是草稿而尚未作進一

步的訂正。 
15林玉山，〈與陳澄波先生交遊之回憶〉，詳見《雄獅美術》106 期，1979 年 12 月，頁 63-64。 
16

 何清欽，《光復初期之台灣教育》，高雄，復文，1980 年，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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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陳氏畫作中有一幅 1928 年所畫的《西湖泛舟》（圖 6），係完成於他任教

上海的前一年，比起陳氏其他作品略顯拘謹且有較高的記錄性質；此外，他同一

年出品第 2 回台展的《西湖運河》則是運用比較寫意的手法。從這兩件作品中透

露出：顯然在他轉上海任教以前就曾到蘇杭、上海一帶遊歷過。此外，在上海畫

壇頗為活躍的王濟遠的引薦和協助也發揮了相當關鍵性的作用。 

王濟遠（1893-1975），祖籍安徽，生於江蘇武進，早年畢業於江蘇第二高等師

範學校，並無科班美術教育背景，其畫藝主要出於觀摩自學，長於水彩和水墨寫

生畫，曾任上海美專教授兼西畫科主任，潘玉良就讀上海美專時曾隨王氏學畫；

1928 年 10 月發起並主持藝苑繪畫研究所；此外他也是上海著名美術社團天馬會、

摩社、決瀾社之重要成員，在 1920～30 年代的上海畫壇頗為活躍，1926 年 2 月奉

江蘇省政府派遣偕同張辰伯、滕固、楊清磬、薛珍等人赴日本考察美術、工藝，

赴日期間與陳澄波結識，翌（1928）年陳澄波的上海蘇杭的短期旅遊，可能是受

到王濟遠等人之邀請。王氏與新華藝專首任校長俞寄凡為上海美專之老同事，交

情也深，透過他的引介，陳澄波得以應聘新華藝專，同時又榮任西畫科主任，而

且其後陳氏在上海藝界人脈之拓展，也有不少得力於王氏之引介。 

 

三、上海時期之活動 

上海自從十九世紀中期開放五口通商以來，迅速竄升為全國第一對外商港，

商業的繁榮帶動外洋文化之長驅直入，使得上海到了二十世紀初已然成為全國最

為國際化和現代化之城市，美術方面的現代化進程也同步領先於全國各地。相較

之下，北京則有傳統（或守舊派、國粹派）大本營之說法17。上海在美術方面極具

現代化指標意義的西畫，則主要循由學校美術教育的管道而傳習推廣。 

李超在其《上海油畫史》一書裡面，以民初以來留學生族作為重要骨幹因素，

貫串於洋工運動的成因和發展過程，大致區分為三階段的演變歷程： 

 

醞釀期（民初到 1910 年代末） 

作為「洋畫運動」的初始，首先表現為美術教育進入專業格局的深化和改觀，

使得初期西畫教育中的臨摹範本的師範化教學模式發生突破。這方面，1913 年冬，

由劉海粟等人創辦的上海圖畫美術院成為該時期最具權威意義的專業象徵。1914

年由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陳抱一返國應聘上海圖畫美術院，即力圖實施正規的西

                                                      
17

 潘耀昌，《中國現代美術教育史》，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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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訓練，倡導石膏寫生與實地寫生。 

 

開拓期（1920 年代初至 1927 年） 

人體繪畫開始能公開展出，油畫課程在美術院校裡普遍開設，改變早期以鉛

筆畫和水彩畫為主的西畫模式，油畫寫生課程走向正規。 

 

鼎盛期（1927 年以後） 

留學生（法國、日本最多）大量學成歸國，投入美術校院並主導西畫團體，

中國油畫歷經三百年的歷史浮沈與變遷之後，從北方宮廷、南方沿海到東部上海，

中國油畫中心發生了時代的位移。18
 

而陳澄波應聘上海任教的 1929 年，也正逢上海洋畫運動鼎盛而留學歸國畫家

薈萃上海之時期。陳氏在上海時期的美術相關活動，基本上可分成學校教育、展

覽和畫會活動三個部分討論。 

（一）學校教育 

1929 年 3 月，陳澄波應聘赴上海任教的學校以新華藝專最為主要，次則為昌

明藝專，再次為藝苑繪畫研究所，這三個教學機構對於陳氏繪畫生涯之發展意義

大致可作如下之分析： 

1. 新華藝專 

創校於 1926 年 12 月，初名為「新華藝術學院」，校址在金神父路（法租界區）；

1928 年冬改名為「新華藝術大學」，校址遷移至斜徐路打浦橋（法租界）；1930 年

元月又改名為「新華藝術專科學校」，並於 1932 年 2 月奉准教育部立案。19到了 1941

年日軍進佔租界，學校才關閉。據第一任校長俞寄凡（也是聘請陳澄波任教之校

長）撰文說明該校設立之緣由： 

十五年（1926）之秋，上海美術專門學校，不幸發生罷課風潮，當時寄凡

任該校藝術教育系主任，乃與汪亞塵、江小鶼、李毅士諸君，從中調解，

奈當局與學生各不讓步，各趨極端，幾成不可收拾之勢，寄凡不得已向當

局辭職，……而離校之教授諸聞韻、潘天授、潘伯英、劉質平等，同聲以

為該離校團已宣言誓不復校，若不依所請，而坐視數百青年之失學，不太

忍乎，此即創辦新華藝校之動機。20
 

                                                      
18

 李超，《上海油畫史》，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5 年，頁 48-62。 
19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教育部 1932 年出版，台北傳記文學社 1971 年影印本，頁 507。並參

見俞寄凡〈新華藝校小史〉，收入《上海新華藝術大學第五屆畢業同學紀念冊》，1931 年。 
20

 參見俞寄凡〈新華藝校小史〉，收入《上海新華藝術大學第五屆畢業同學紀念冊》，19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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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其創校之主要成員多由上海美專分離而出走之師生，雖然上海美專實

際並未因 1926 年之學潮而停辦，然而與之淵源極深的新華藝專，也很快地成為上

海美術人才培育的名校。陳澄波任教時，新華藝專設有中國畫系、西畫系、音樂

系、藝術教育系（含圖音組、圖工組）、女子音樂體育系等教育單位，全校學生 500

人左右，在當時私立美術學校而言，規模已相當可觀。 

校長俞寄凡（1891-1968）為江蘇吳縣人，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圖畫手工科畢業，

曾任上海美專藝教系主任，21他擅長水墨畫，在昌明藝專兼課則講授美學和美術

史。他與王濟遠交情甚厚，因此也參與王氏主持的藝苑繪畫研究所。或許基於和

陳澄波同樣具有留日背景之親切感，再加上王濟遠以及日本外務省之推介，陳氏

方始受聘新華藝專即擔任教授兼西畫科主任。陳氏於上海時期所任教之新華藝

專、昌明藝專以及藝苑繪畫研究所三個機構，俞氏均同時任教其間，兩人關係之

親亦不言而喻。 

部份文獻提到王濟遠曾參與新華藝專之創校，22檢視 1931 年版之《上海美術

專科學校一覽》，在其〈現任教授一覽〉裡面，確實已無王濟遠之名字；但是在 1931

年版的《上海新華藝術大專第五屆同學畢業紀念冊》裡面，教師名單中也找不到

王濟遠人名，其內所附俞寄凡撰述〈新華藝校小史〉也未特別提到王氏；此外，

在同一年王濟遠所主持之藝苑繪畫研究所之展出作家略歷中，也僅提到他為「前

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主任，藝苑創辦人。」23而未提及新華藝專任教之經歷。

因此王氏是否曾任新華藝專教職，並無具體證據。儘管如此，不過從當時新華藝

專的俞寄凡校長參與藝苑繪畫研究所，新華的教務長汪亞塵（日本東京美校西洋

畫科畢業）也擔任藝苑的指導主任，則顯示出他與新華藝專之關係應該相當密切。 

陳氏任教新華藝專時期，同事當中，除了有留日的俞寄凡、汪亞塵，留法的

汪荻浪（日章）、潘玉良，以及海上派書畫名家潘天授、諸樂三、諸聞韻、熊松泉

（庚昌），中國美術史學者俞劍華……等人，這些不同專長背景的同事，對陳澄波

視野之拓展，應該會有相當程度之助益。剛任教新華藝專不久（1929 年），陳澄波

即奉教育部派遣，陪同潘玉良（上海美專西畫科主任）、王濟遠、金啟靜（上海美

專教授）等人赴日本考察工藝美術。或許由於同行出國之機緣，潘玉良於翌（1929）

                                                      
21

 據 1930 年版《昌明藝術專科學校章程》內附之〈教授一覽表〉所載，俞寄凡畢業於日本東京美

術學校，但筆者查閱東京藝大美術學部（1981）出版的《同窗生名簿》，歷屆校友中卻無俞寄凡

之名字。另 1931 年藝苑繪畫研究所之展出簡介中，則載明他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其可信

度顯然更高，故從之。 
22

 謝里法，〈陳澄波──學院中的素人畫家〉，引自《雄獅美術》106 期，1979 年 12 月，頁 34；

暨潘耀昌，《中國現代美術教育史》，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頁 25。 

23
 藝苑研究所，《藝苑第二輯（美術展覽會專號）》，上海文華美術圖書印刷，1931 年，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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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應邀至新華藝專和藝苑繪畫研究所兼課24。數年之後，潘玉良返歐發展，仍然

常以書信與陳氏聯繫。值得一提的是，潘氏其後之畫風也漸趨華夏民族特質導向。 

目前嘉義市文化局所保存陳氏家屬所捐贈其上海任教時期的生活照，學校部

分幾乎以新華藝專佔大多數，顯見陳氏對該校投入之深，以及師生互動之融洽。

他在新華藝專教過的袁樞真，於 1969-1975 年間繼黃君璧之後擔任台灣師大美術系

主任，在台灣畫界之輩分和地位亦極崇高。袁氏曾回憶當年新華藝專陳氏之教學

情形： 

陳老師教學認真，人又風趣，學生都樂於與他接近；那時候他常帶學生到

上海寫生。新華藝專每一學期安排每兩星期出外寫生，叫做春季寫生與秋

季寫生，老師都帶我們去西湖。25（圖 7、8） 

此外，雖然當時他的薪水有限，在養家餬口之餘，仍然會幫助生活困難的校

工；當學生畫畫時，沒有能力準備充裕的顏料時，他也會把自己使用的顏料擠給

他們，26在在顯示出他是位經師又是人師的好老師。 

據新華藝專〈教職員姓名錄〉所載，陳澄波的籍貫為「福建 龍溪」 

；此外，陳氏於上海任教時所使用之名字，其左下角往往加註「福建 龍溪」或「福

建 漳州」（圖 9）之祖籍（按：龍溪縣，隸屬漳州境內），顯示出他對華夏祖國的

深切認同感。 

 

2. 昌明藝專 

全名為「昌明藝術專科學校」，1932 年教育部編修的《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

裡面，該校被納入「未立案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一覽表」27之內，故僅見校名加註校

址位於上海，餘則未作任何介紹。該校創於 1929 年冬天，據該校 1930 年編印的

《昌明藝術學校（暫行）章程》所註記，校址位於上海法租界貝勒路，以「發揚

中華文化，培養專門藝術人才，造就實施藝術教育師資，促進社會美育」28為宗旨。

該校設有國畫系、西畫系、藝術教育系（含國畫、西畫、手工、音樂等組），由海

上派書畫名家王震（一亭）擔任校長，教務長為諸聞韻，國畫系主任是王賢（个

簃），前述三人皆為吳昌碩（1844-1927）之弟子，副校長兼總務主任吳邁（東邁）

則為吳昌碩三子，顯示出該校校務體系與吳昌碩之淵源極深。此外西畫系主任為

                                                      
24

 參見徐永昇，〈潘玉良年表〉，收入《畫魂潘玉良》，民生報，2006 年，頁 209-212。 
25

 林育淳，《油彩．熱情．陳澄波》，台北，雄獅圖書，1998 年，頁 154。 
26

 陳長華，《台灣美術家──陳澄波》，台中，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97 年，頁 24。 
27《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教育部 1932 年出版，台北傳記文學社 1971 年影印本，頁 509。 
28

 王震題簽，《昌明藝術專科學校章程》，1930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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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荻浪（日章），藝教系國畫組主任為潘天授，西畫組主任則為陳澄波。值得注意

的是，該校自教務長以下主管及師資，幾乎都在鄰近他校有專任教職，尤其以新

華藝專和上海美專佔大多數，甚至新華藝專的俞寄凡校長也在該校擔任美學和美

術史課程，在昌明藝專裡面，也似乎是專任教職。顯見該校行政體制方面較欠嚴

謹。基於如是之故，我們才能理解陳澄波在上海時期能同時兼任不同兩校主任之

特殊情形。 

由於昌明藝專在書畫藝術方面師資陣容極強，加以其宗旨開頭即揭示「發揚

中華文化」，對於陳澄波華夏美學意識感染和深化，自應不無影響。據 1931 年 7

月 2 日《申報》列載：昌明藝專辦了一年半，因未奉教育局核淮，經校董會決宣

停辦。因此陳澄波任教於該校，前後大約只有一年半左右。 

 

3. 藝苑繪畫研究所 

創設於 1928 年 10 月，簡稱「藝苑」，係介於美術補習學校與美術社團之間，

由王濟遠、張辰伯、江小鶼等人發起創辦，由王濟遠主持。其地址位於上海市西

門（今之自忠路）林蔭路（法租界）。在 1930 年上海《時代畫報》刊載〈藝苑小

史暨第一屆美術展覽會紀〉一文，有以下記述：   

鑒於外洋歸國者及學校畢業後無高深之研究機關，故以誠摯研究藝術之態

度……設立繪畫研究所，以備愛好藝術者之公共研究。……以增進藝術興

趣，提高研究精神，發揚固有文化，培養專門人才為本。不染何種機關之

色彩，亦無獨霸藝壇之慾望，以藝術為生命……一切均取公開態度。29
 

顯然藝苑一方面是藝術家雅集切磋觀摩之社團，另方面也具社會美術教育之

功能。在教育訓練部分，分設油畫人體寫生、素描石膏寫生、水彩靜物寫生三科。

分午前部、午後部二組，人數以 30 人為限，分研究員 15 人及研究生 15 人，聘關

良、倪貽德等為研究指導30。雖然藝苑就社團之性質而論，其成員頗多國畫家，然

而其附設具社會美術教育功能的「藝苑繪畫研究所」，則僅純粹指導西畫。由於王

濟遠與陳澄波交情匪淺，故陳氏亦應邀擔任指導教授。陳氏返台不久後，由於局

勢不穩定以及經費之困難，翌年（1934）年藝苑繪畫研究所也因之停辦。 

 

（二）畫會活動 

藝苑之成員幾乎涵蓋了江浙一帶大多數的名畫家，如書畫名家黃賓虹、張大

                                                      
29

 徐昌酩主編，《上海美術志》，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 年，頁 285。 
30

 徐昌酩主編，《上海美術志》，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 年，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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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王震、陳樹人、吳湖帆、潘天授、蔣兆和、朱屺瞻……，西畫名家李毅士、

顏文樑、王遠勃、潘玉良、徐悲鴻（中、西兼長）……等。曾舉辦過兩次大規模

的會員作品聯展，也編輯出版過兩期的《藝苑》雜誌。1929 年 9 月創刊的第 1 輯，

主要選輯第 1 屆全國美術作品 32 幅；1931 年 8 月出刊的第 2 輯，係配合會員聯展

的展品介紹而出刊，同時也介紹 72 位展出畫家略歷，31其中也包含了 1929 年與陳

澄波共同赴日考察之所有成員。目前陳氏家屬保存一件 1929 年夏天由張大千等幾

位藝苑成員合作繪贈予陳澄波的水墨蔬果條幅（圖 10），畫中由張大千著荷花（菡

蓞），張善孖寫藕，俞劍華畫菱角，楊清磬32畫西瓜，並由王濟遠題字，款識如下

（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己巳小暑，大千、劍華將東渡，藝苑仝（同）人設宴為之餞別，即席乘酒

興發為豪墨，合作多幀，皆雋逸有深趣，特以此幅贈  澄波兄志紀念  濟

遠題。 

透過藝苑成員之雅集、即席推毫等活動，陳氏因而與中國書畫有更為直接的

接觸，藝苑主持人王濟遠不但讓他與書畫家有更廣和更深的接觸面，甚至也贈送

書畫出版品等參考資料，如現藏嘉義市文化局有一套王濟遠親筆題贈予陳氏的上

海美專馬孟容教授工筆花鳥畫片即其一例。 

據林玉山回憶： 

……陳（澄波）先生每年放暑假必定（從上海）返台一次，我們最盼望的

就是要等著看他在大陸各名勝古蹟寫生之風景畫，及中國近代名家之畫

集，……。 

陳先生帶回來的中國近代、現代畫家之畫集，大部分是以上海為中心，如

任伯年、胡公壽、吳昌碩、王一亭（震）、張大千、劉海粟、潘天壽（授）、

王濟遠、林風眠、徐悲鴻、謝公展等，就中有古派又有新派之國畫。新派

者如劉海粟、王濟遠、林風眠、徐悲鴻等，於傳統畫風之中均融有西畫之

長處，當時我對他們的作品感覺很新鮮。33
 

林氏這段描述，說明了陳氏在上海時期，的確有刻意蒐集以上海為中心的近

代書畫名家畫集和相關資料，以提供台灣的故鄉畫友參考。此外，從他上海時期

                                                      
31

 藝苑研究所，《藝苑第二輯（美術展覽會專號）》，上海文華美術圖書印刷，1931 年，頁 72-76。 
32

 楊清磬（1895-1957），浙江吳興人，畢業於上海美專，天馬會發起人之一，也是藝苑會員，兼

擅水彩、漫畫和書畫，參見顏娟英，〈勇者的畫像──陳澄波〉，引自《臺灣美術全集第 1 卷  陳

澄波》，台北，藝術家，1992 年，頁 38；暨林育淳，《油彩．熱情．陳澄波》，台北，雄獅圖

書，1998 年，頁 55。二著皆誤植為「晴磬」而略其姓，特此更正。 
33

 林玉山，〈與陳澄波先生交遊之回憶〉，詳見《雄獅美術》106 期，1979 年 12 月，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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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繪畫理念和畫風之發展，甚至於嘗試畫水墨畫之作為看來，顯示他在上海時

期，的確也對中國水墨畫下功夫鑽研過（圖 11）。 

與陳澄波交情頗深的王白淵（1902-1965），形容陳澄波的個性是「其為人天真

熱情，以藝術使徒自居」34。這種天真熱情的個性，顯現在美術活動的作為，則在

於美術社團的發起和積極參與。早在 1925 年春天，陳氏在日本與陳植棋提議籌組

「春光會」，因黃土水反對而作罷35。1926 年陳氏與倪蔣懷、陳英聲（郭雪湖就讀

公學校時期的老師）、陳植棋等 7 人創立「七星畫壇」，36
1927 年陳氏再與陳植棋等

人發起成立「赤陽洋畫會」（或稱「赤陽會」、「赤島社」）。前述幾個美術社團，都

是由台灣畫家所發起成立的最早期美術團體，陳氏均為發起人兼核心人物。 

赴上海任教之初，陳氏加入的「藝苑」，雖然在時間點上未能趕上創會發起，

然而在其數十位會員當中，陳氏身分則屬極少數的幾位「指導教授」之一。1931

年 9 月上海有名的西畫團體「決瀾社」之創會發起，陳澄波也是重要發起人之一

（其餘 4 人為龐薰琹、倪貽德、周多、曾志良），翌年（1932）10 月，第 1 屆「決

瀾社展覽」，陳氏也以會友身分提供作品參展（1940 年代末期由大陸渡台畫家李仲

生也同樣以會友身分參展）37。決瀾社當時以力挽狂瀾拯救中國近代藝術自許，是

個具有理想性的藝術社團。謝佩霓認為： 

如果未嘗參與決瀾社的籌備會議，返台後的陳澄波，或許不會招兵買馬成

立影響台灣美術絕深的「台陽美術協會」38。 

就筆者個人之看法，以陳澄波天真熱情的積極個性，以及上海任教前後之美

術社團參與經驗，縱使沒有參與決瀾社的發起，其返台之後，未必不會想到成立

藝術社團；然而決瀾社創會發起的參與，則讓他有更為成熟而大格局的社團規劃

理念，以及發起台陽美術協會動力面的增強。 

     

（三）展覽 

成為新華藝專等校教授兼西畫科主任以後，陳氏也迅速躋身上海畫壇高層之

地位。1929 年 4 月 10 日起，上海舉行第 1 屆全國美術展覽會，當時陳澄波剛任教

                                                      
34

 王白淵，〈台灣美術運動史〉，《台北文物》3 卷 4 期，1955 年 3 月，頁 23。 
35

 顏娟英，《台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台北，雄獅圖書，1998 年，頁 76。 
36

 「七星畫壇」一說創於 1924 年（如王白淵的〈台灣美術運動史〉，同註 34，頁 20），然顏娟

英之《台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係依據日治時期《台灣日日新報》之報導，該則報導明載七星畫

壇於 1926 年 8 月 28-31 日第 1 回展覽（同註 35，頁 82），由於出處明確，故從之。 
37

 謝佩霓，〈決瀾社及其成員活動大事紀（1930-1955）〉，《決瀾社與 30 年代的上海》，國立台

灣美術館，2000 年，頁 90-91。 
38

 謝佩霓，〈決瀾社與三○年代的上海──兼寫中國美術現代化第一期的歷程〉，《決瀾社與 30

年代的上海》，國立台灣美術館，2000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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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藝專不久，年僅 35 歲的他很幸運地應邀參與評審員，同時也提供了《清流》

（圖 12）、《綢坊之午後》、《早春》3 件油畫作品參展。 

1929 年上海舉辦的第 1 屆全國美展，與劉海粟關係密切的上海美專以及天馬

和藝苑會員參與此展覽事務頗為深入39，其中與陳澄波頗為深交的王濟遠也擔任籌

備會的會場組主任，對於陳氏剛到上海不久隨即能擔任評審員應該有推薦之作

用，此外陳氏亮眼的參展資歷和學經歷也是促成這項推薦的主要條件。 

第 1 屆全國美展，從目前所見之資料，已看不到完整的評審員名單以及獲獎

名單，展出作品中國畫有 1231 件，西畫有 354 件，不但數量頗為懸殊，西畫作品

也受到當時藝界不少的批評。40陳澄波當時寫給故鄉畫友林玉山的信中提到他個人

不同的看法： 

……繪畫方面一般入選者，國畫被西畫所壓制，而參考部（古畫及近代名

家遺作）的國畫卻相反，勝過于（於）日本搬來的現代名油繪（余按：包

括岡田三郎助、藤島武二及梅原龍三郎等人作品41）哩。看這情形中國國畫

不是無出路，我們還要認真用功呵（啊），大大來喚起我東亞的藝術前途，

對於美術的理想和實際的工作，須（需）要拼命用功來研究，必須堅固基

礎和穩健的研究目標，才能達到理想的目的。42
 

滿意，然而另方面則對參考部的古代名畫予以極高度肯定，甚至在他心目中，

這些中國古畫名作比起帝展西畫部審查員岡田三郎助等人的作品更為精采。這種

說法顯現出他對於中國古畫的仰慕和關注，甚至也透露出對於中華源遠流長的文

化之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洋畫巨匠梅原龍三郎於第 1 屆全國美展期間也親赴上海

出席開幕，與陳氏頗有互動。雖然梅原氏並未正式教過陳澄波，但其融合日本畫、

水墨畫以及野獸派風格，造形簡逸而妙用變形，色彩強明而富於裝飾性，線條筆

觸靈活而富於表現機能，頗有與國畫相近之意趣。也與陳澄波所追求的漢文化特

質相當接近。其後陳氏常向梅原氏請益，也常相互以書信聯繫。梅原氏的觀念引

導，對於上海時期以後陳氏畫風之趨向成熟，應有相當之啟發作用。 

距上海第 1 屆全國美展開幕後半年左右（1929 年 10 月），陳氏再以《早春》

                                                      
39

 參見顏娟英，〈官方美術文化空間的比較──1927 年台灣美術展覽會與 1929 年上海全國美術展

覽會〉，2002 年，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四分，頁 625-667。 
40

 同上註，頁 652。 
41

 有關上海第 1屆全國美展的日本名家之應邀展出作品目錄，詳見劉瑞寬，《中國美術的現代化：

美術期刊與美展活動的分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頁 376-377。 
42

 林玉山，〈與陳澄波先生交遊之回憶〉，詳見《雄獅美術》106 期，1979 年 12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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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日本第 10 回帝展，隔年又以《晚秋》獲台展特選‧無鑑查榮譽。大約這段時

期之前後，陳氏又應聘擔任福建省美術展覽會之審查委員以及兼任上海市圖畫科

督察等榮銜。初應聘任教上海的 1929 年，陳氏在上海、日本、台灣三地皆得意，

堪稱是他繪畫生涯的豐收年。1930 年陳氏再以《裸婦》入選第 11 回帝展，另以《普

陀山的普濟寺》入選東京第 2 回聖德太子美術奉贊展；1931 年應邀擔任上海市舉

辦之全國中等學校夏季油畫講習會講師，並獲選為當代 12 位代表畫家之ㄧ，並以

《清流》代表中華民國參加芝加哥世界博覽會。這些畫歷都是當時畫界極為難得

的殊榮，同時也將陳氏的資歷與聲望，推向更高的層次。可惜，自從 1932 年上海

發生「一二八事變」之後局勢陷入緊張，他所任教學校經濟狀況也不穩定，遂於

1933 年 6 月束裝返台定居。 

 

四、繪畫理念和畫風之轉變 

就目前可以見到的陳澄波有關繪畫理念之見解，最早大概見於 1993 年秋天，

陳氏剛從上海返台定居之際，接受《台灣新民報》記者採訪時，曾提到如是之理

念： 

……再談繪畫的傾向。我們使用的材料雖然是舶來品，但是畫材（題材）

或謂完成的作品必然是東洋的，即使東洋文化的中心在莫斯科，我們還是

應盡一己微薄之力為東洋文化而努力。縱然為貫徹此目的而半途逝世，也

要讓後代子子孫孫將此意志傳承下去。43
 

這段話有別於當時台灣西畫界多視法國為世界藝術的中心之觀點。蓋因日治

時期的台灣畫壇一向以日本內地馬首是瞻；至於日本西畫界自明治以降又受法國

的影響極大，日治時期活躍於日本畫壇的西畫家，幾乎多以法國畫壇為取法對象。

因此，法國自然成為當時台灣西畫家心目中的世界藝術中心。不過，陳氏顯然不

認為應該盲目的追逐西方畫壇，他所說的「東洋」，指的並非狹義的「日本」，而

是包含日本在內的整個東亞地區而言44。他所謂「即使東洋文化的中心在莫斯科」，

只是一種假設性的比喻，未必真的認為莫斯科為東洋文化的中心。其重點是在強

調自己文化母胎層的東西，縱使不是最精緻、先進的，仍然值得掌握和發揮。 

身處日治時期台灣，面對著媒體的訪問，陳氏的上述說法還多少有些保留，

如果對照前述他寫信給林玉山談論上海第 1 屆全國美展之看法時，則不難理解其

                                                      
43

 〈畫室巡禮──畫裸婦〉，原載《台灣新民報》，1933 年秋，轉引自顏娟英，〈勇者的畫像──

陳澄波〉，《臺灣美術全集第 1 卷  陳澄波》，台北，藝術家，1992 年，頁 44。 
44

 參見谷信一、野間清六，《美術鑑定事典》，日本，東京堂，1967 年，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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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所嚮往的，顯然是源遠流長的華夏文化傳統。這種對於華夏文化的仰慕和

重視，同樣也顯現在他對子女的教育方面。除了自幼年以來培養子女們的漢學基

礎之外，更安排他們少年時期追隨嘉義地區漢學前輩，同時也是鴉社書畫會成員

蘇友讓（1879-1941）學習書法。據 1936 年 9 月 24 日《臺灣日日新報》登載： 

台灣書道協會主辦，第一回全國書道展於教育會館，陳澄波子女紫薇（長

女，及長成為前輩雕塑名家蒲添生夫人）、碧女（次女）、重光（長男）均

以楷書入選。45
 

從當時這則報導，已然可以看出陳氏子女在書法方面所下功夫之深以及成果

之顯著。1934 年秋天，陳氏在返台第二年再度接受媒體採訪時，他直接地表示： 

……我因一直住在上海的關係，對中國畫多少有些研究。其中特別喜歡倪

雲林與八大山人兩位的作品，倪雲林運用線描使整個畫面生動，八大山人

則不用線描，而是表現偉大的擦筆技巧。我近年的作品便受這兩人的影響

而發生大變化。我在畫面所要表現的，便是線條的動態，並且以擦筆使整

個畫面活潑起來，或者是說，言語無法傳達的，某種神秘力滲透入畫面吧，

這便是我作畫用心處。我們是東洋人不可以生吞活剝地接受西洋人的畫風。 

自從去年以來，一條條的線條在畫面構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以我的

個性或描寫法而言，此方法效果弱，所以我最近覺得，隱藏線條於擦筆之

間來描繪恐怕最好，然而從今以後便是以我曾嘗試的方針，配合雷諾線性

的動感，梵谷的擦筆及筆勢運用方法，加上東方較濃厚的色彩，別無其他。

46
 

這是他首度在台灣正式公開承認自己所受中國繪畫線條表現機能以及具書法

性擦筆技巧之影響，也補充說明了一年前他所說「東洋的氣氛」、「東洋人的性格

表現」之意旨。倪雲林簡靜空靈以及八大山人的簡逸靈動，都是中國文人畫傳統

裡頭性格鮮明的特殊畫風，其尚意輕形以及強明的個人風格，與長久以來陳氏深

切認同西方表現性較強的梵谷、雷諾瓦等人，也有相近的意趣。他特別提到的雷

諾瓦，正是他所仰慕的梅原龍三郎的老師，特別強調他，可能多少基於愛屋及烏

之情感所致。翌（1935）年，他再度發表內容頗為相近而文字更加簡練之說明，

以闡述其創作觀念。其中他進一步形容八大山人「表現塊面的筆觸，技巧偉大」，

                                                      
45

 顏娟英，《台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台北，雄獅圖書，1998 年，頁 158。 
46

 陳澄波，〈隱藏線條的擦筆（Touch）畫──以帝展為目標〉，原載 1934 年秋天《台灣新民報》。

轉引自顏娟英，〈勇者的畫像──陳澄波〉，《臺灣美術全集第 1 卷  陳澄波》，台北，藝術家，

1992 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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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明自己「並非有意排斥西洋，但東洋人也不必生吞活刮地接受西洋風吧！」47

顯然，他強調學習之後的消融內化之功夫，也就是將學習到的東、西方繪畫傳統

完全消化而轉換成為自我的創作元素和創作能量。 

檢視陳氏任教上海時期之畫作，最具代表性者，應數 1929 年取景於杭州西湖

的《清流》（又名《西湖斷橋殘雪》），陳氏這件作品採用略近於元代山水畫「一河

兩岸」之構圖方式。畫面焦點旨在中遠景的「斷橋殘雪」之勝境。陳氏上海時期

很喜歡畫西湖，在取景時他常常將有名的「西湖斷橋」納入畫中。此畫線條以中

鋒為主，線條表現機能格外彰顯。已然將倪雲林和八大山人的傳統書畫符號技法，

提煉成為其油畫風格相融之元素而消融於畫中，色彩之彩度降低，並略帶水墨畫

之透明感，以及宛如文人畫色彩中習慣調入少許墨以降低火氣般之低彩度，顯得

清潤雅致，簡靜而空靈，有元畫之意境。但不同於倪雲林和八大山人的孤冷空寂，

他仍一貫擅用點景人物來增加畫面的生活感。 

1930 年陳氏進一步特寫西湖斷橋，畫題以《橋》（圖 13）為名，寫生位置向左

挪移之外，也將斷橋拉近特寫，這件作品似乎比起《清流》用了更多的黑色，不

過黑色與其他色彩自然交融，頗有水墨畫的墨韻趣味，搭配著如同國畫般的彈性

筆線，湖光山色，山嵐交映，頗富詩意，很像一幅水墨畫。如同《清流》一樣，

其點景人物雖不搶眼，看似不經意隨手點綴，不過卻與畫境呼應得非常自然，相

輔相成，頗有畫龍點睛之效果。 

《太湖別墅》（圖 14）畫於 1929 年，屬 50 號的大畫。雖然與《清流》畫於同

一年，但是畫面的厚實強明的感覺大有別於清流的簡靜優雅。此畫筆觸之強烈大

膽略近於梵谷，但是筆法上則接近於國畫。尤其中景岩石帶有斧劈皴、折帶皴、

馬牙皴之意味，近岸草木畫法也類如水墨筆法，湖面點景之船和漁夫，也是國畫

畫法。其坡腳銜接水面的開合佈局，也近於國畫。因此畫面筆觸雖強，卻仍較趨

靜態不像梵谷畫作中強烈的騷動氣氛。陳氏於 1931 年寄給林玉山的明信片裡面，

也畫有相近之速寫草圖（圖 15），顯見陳氏對於該景點的喜愛。陳氏作畫立意取景，

很容易讓人想到北宋郭熙《林泉高致》集所說，跨越「可行」、「可望」，而取其「可

居」、「可遊」之佳景。 

1930 年所畫的《普陀山海水浴場》（圖 16），陳氏運用靈動而寫意的筆調，筆

觸連勾帶皴，也是接近於國畫的筆法，海水更是善用解索皴法，奔放而輕快，將

                                                      
47

 陳澄波，〈製作隨感〉，原載《台灣文藝》，1935 年 7 月。引自顏娟英譯著，廖繼春等撰，〈台

陽畫家談台灣美術〉，《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雄獅圖書，2001 年 3 月，

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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艷陽高照、海風吹拂的海邊戲水景象表現得相當傳神。 

陳澄波任教於上海時期，每年暑假期間都會返鄉，因此返鄉期間他因地制宜，

仍揹著畫架到處尋找入畫的理想景點，其中淡水特殊的地貌景致，很快地吸引了

他，讓他一生中留下了質與量均甚可觀的淡水寫生畫作。據 1936 年秋天他接受《台

灣新民報》的訪問時，也提到自己每年慣例必到淡水寫生。同時說明喜歡畫淡水

的原因： 

……淡水風景中多歷經風霜，充滿古淡味的建築物，特別在雨後或陰天的

次日，空氣極潮濕的日子，屋宇及牆壁的顏色或樹木的青綠等，分外好

看……。48
 

陳氏畫淡水，喜歡自山坡由高處往下俯眺，1930 年完成兩件 50 號的《淡水》

系列作品（圖 17），都是以俯眺街景作為畫面焦點。由近而遠、由高而低的洋式建

築以及閩式傳統建築交錯重疊，層層推遠，堆砌出極富節奏的空間感，紅屋、白

牆、綠樹，對比強明而且突顯南台灣陽光和溫度的炎方色彩，頗見張力和強度，

也與其上海、蘇杭寫生作品有所區別，顯示陳氏能隨著不同環境景點的臨場感受，

營造出不同的畫風意趣。就筆者的觀察，目前所見幾件歷年的淡水寫生作品，幾

乎無一不是精品。 

任教上海後期，陳氏對於國畫筆線與梵谷、雷諾瓦筆觸和畫風特質之融合更趨

得心應手。如 1932 年的《上海碼頭》（圖 18），1933 年的《法國公園》（圖 19）……

等，用筆更趨奔放，色彩之彩度降低，黑色之運用也更趨大膽，畫面顯得較為暗

沉。或許受到一二八事變之後，上海氛圍之緊張不安感染心境所致。 

陳澄波目前所見到的自畫像一共有 3 幅，皆屬陳氏重要畫作精品，其中最早一

幅畫於 1927 年（圖 20），陳氏剛進入東京美校研究科之際所畫，曾獲本鄉美展的

岡田三郎助獎。此畫以介於咖啡色和橙色之間的古典色彩為基調，陳氏頭戴西式

寬邊帽，緊扣上衣近頷的第一個鈕釦，除了一頭蓬鬆又略長的捲髮之外，衣著整

齊。構圖扮相和色調與梵谷 1886 年所畫的早期自畫像有些相近。背景再綴以梵谷

常畫的向日葵。可以看出這段時期對於梵谷的深切認同和嚮往。畫中其眼神直視

著觀眾，好像對著大面鏡子自畫一般。基本上，這件自畫像是陳氏人物畫當中，

比較契合於學院審美觀規範之一，因而能受到深具古典主義素養的岡山三郎助之

肯定。 

到上海任教的第二年（1930），陳氏再畫一張同樣大小規格的自畫像（圖 21），

                                                      
48

 陳澄波，〈美術季──作家訪問記〉（十），原載於《台灣新民報》，1936 年 10 月 19 日。參見

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雄獅圖書，2001年 3月，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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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自畫像大約畫於冬天，畫中陳氏穿著大衣，又圍上白色圍巾，頭戴圓型毛線

帽，陳氏運用富有彈性的線條，更具表現機能，筆觸亦趨於奔放。陳氏在畫中，

臉部肌肉稜線清晰，雙目炯炯有神，更顯練達而有自信，色彩也略呈水溶式的透

明感，顯然結合國畫和梵谷甚至馬諦斯畫風的元素，頗具藝術性的強度。 

1931 年他畫了一張《我的家庭》（圖 22），把自己和家人圍著圓桌畫在一起的

全家福畫面，從全家人的穿著上，顯示出這幅畫的時間和場景是在冬天的上海。

在畫面上，陳氏將自己畫在最左側，陳夫人張捷在正中央，顯示出陳氏心目中以

夫人為第一而且家庭觀念很重。陳氏在畫中手持畫具，夫人持毛線編織，長女紫

薇暫擱筆硯，手按字帖，次女碧女繫著披風，戴著手套，手拿著畫片，長子重光，

手執玩具……，桌上信柬、書本以及牆上所掛的畫作都非常清晰，記錄性和說明

性頗強。但是陳氏似乎有意違反透視學原理，摻用國畫的移動視點取景方式，同

時採用俯視和平視之不同視點。比較特別的是，這幅全家福畫面，似乎少了安定

和樂之感，從構圖和全家人之表情，都顯現出嚴肅而略帶不安的神情，這種不安

的氣氛，可能受到 1931 年冬天上海各界陸續發起的「反日救國」活動的緊張氣氛

所感染，到了翌年（1932）元月的「一二八事變」，日軍進犯上海，強佔閘北，更

將這種緊張氣氛推到極點。雖然陳氏認同祖國文化，然而他畢竟來自日本殖民政

府統治下的台灣，在仇日情結瀰漫的上海，其內心的徬徨和不安可想而知。 

他在上海時期留下了一批頗為優質的淡彩人體素描（圖 23），筆線奔放流暢，

非常生動自然，雖然線條是硬筆所畫，但是頗具彈性。此外，此時期他畫了一幅

戴面具的裸女（圖 24），其左後方背景藏一洋式懸絲傀儡，左下方小圓盤內也放置

三顆剖半之蘋果和桃子頗具情慾暗喻之寓意，在其畫作裡面，相當特別。 

返台之初，陳氏擁有台、日、中的豐碩畫歷，在當時的台灣畫家當中幾乎無人

能及。適逢台展準備拔擢一位台籍畫家擔任西畫部審查員。陳氏雖然意願頗高，

卻未能如願。當時早已返日定居未再參與台展審查的石川欽一郎老師，用毛筆寫

一長信（圖 25）安慰並勉勵他： 

……台展審查遴派的問題……只因為吾兄（指陳澄波）已前往上海，與台

灣的關係比較疏遠，才沒有被選上。……吾兄向來以純真、不賣弄技巧、

有獨特個性的筆法來創作。我認為往後仍應用此方法繼續努力。……至於

吾兄有意前往法國留學一事，我認為目前法國的匯率偏高，影響學費負擔，

不值得考慮。我建議吾兄不如致力於研究中國、印度等東洋美術，擷取東

洋美術的精華，尤其中國的古畫，值得吾人研討參考之處頗多，比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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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畫作有益。49
 

石川老師肯定陳氏畫風「純真、不賣弄技巧、有獨特個性的筆法」之特質，以

及鼓勵他致力於研究中國古畫以及印度美術等，誠然非常深刻的瞭解陳澄波，而

如是之見解也正與陳氏長久以來的繪畫創作觀相當契合。然而，由於殖民政府的

自大心態所致，卻讓陳氏上海四年半的輝煌畫歷和資歷，反而成為當局在遴聘台

籍審查員時的負面因素，這種委屈以及不合理，則是陳氏遠赴上海以及返台以前

所始料未及。 

自上海返台定居以後，陳氏之畫作更趨奔放，對於他所吸收的東、西方繪畫

元素已然完全消融內化，更趨得心應手。基本上，他所說「隱藏線條於擦筆之間」

的描繪手法，以林木和山川的處理發揮得比較徹底，造成畫面上厚實而靈動的肌

理效果（圖 26、27）；至於建築物部分，則以色面為底，然而在表層往往也會酌施

此一手法以統整畫面效果，形成他個人獨特的畫風特質。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任

純真的感受運筆而行」，也符合於文人畫「自然‧天真」的精神，如 1936 年所畫

《岡》（淡水中學），運用國畫移動視點以及變形造意之意趣；1945 年的《懷古》

（圖 28）、1947 年的《玉山積雪》（圖 29），更表現敦厚老辣的拙趣以及荒寒不安

的神秘氣氛……，都是極具個性而且消融中西元素並結合台灣本土特質而自然內

化之精品。其 1937 年所畫《嘉義公園》（圖 30）一畫，甚至在亞熱帶的場景中出

現高緯度溫寒帶才有的丹頂鶴為點景，看似不合常理，但卻有些類似文人畫「雪

中芭蕉」的造境意趣。據其長公子陳重光告訴筆者，記得小時候嘉義公園裡的確

有豢養丹頂鶴，但是卻用大網加以隔離保護。觀陳氏所畫的丹頂鶴則悠然棲戲於

無網的水池中，其立意和題材處理手法，仍帶有華夏美學中「天人合一」之旨趣。 

就陳氏繪畫之空間結構方面，蕭瓊瑞教授曾在專文中用「視覺恆常性」來加

以解析。蕭氏認為一般美術學院教育，在素描的訓練上，就是要學習者盡力去克

服各種視覺的恆常現象，而達到「零度恆常」的一種訓練，如近大遠小之比例、

透視法……等。然陳氏作品在有意無意之間，保持了「視覺恆常性」，放棄了「消

失點透視法」，甚至採用「色彩的恆常性」，讓遠近清晰度一致，進而形成個人的

獨特風格。50這種所謂「視覺的恆常性」之現象，有相當大的成份與傳統國畫的表

現手法非常接近。蕭氏文中對此一現象之形成原因並未作明確之論斷，個人認為，

                                                      
49

 詳見石川欽一郎於昭和九（1934）年 8 月 16 日致陳澄波親筆信函，收藏於嘉義市文化局，館藏

編號テ 5。 
50

 蕭瓊瑞，〈陳澄波作品中的空間表現及其相關問題〉，《陳澄波‧嘉義人‧陳澄波百年紀念展》，

嘉義市政府，1994 年，頁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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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固然主要基於他對於藝術本質的思考和抉擇所致；不過陳氏任教上海

時期的深入而且大量接觸國畫的生活環境的感染，應該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 

 

結語 

在日治時期台灣第一代前輩西洋畫家當中，陳氏極具個性而且帶有濃郁的台

灣本土色彩以及華夏美學元素之畫風顯得格外突出。其遠赴上海新華藝專等校任

教四年三個月，不但讓他深入中華藝術傳統之堂奧，進而消融自化為創作之養分，

形成鮮明的自我風格；也讓他更能體會和掌握東方文化之精粹，不迷失於近代畫

壇以西歐馬首是瞻的大潮流中，而成為西畫界之突起異軍，為台灣西畫界的民族

風格建立經典的標杆。 

陳氏在 1946 年的戰後初期曾撰文寫道： 

……台灣必須再組織一個強健的美術團體來開發省民的眼光和文化水準。

更希望設立一個美術學校來啟蒙省民的美育，成為大中華民國的模範省，

倘若能增補四千年來的大中華文獻，則我生於前清，而能死於漢室，實是

我生平最大的願望也。51
 

其字裡行間，洋溢著對漢文化的深切認同以及對於台灣藝術風氣和水平之提

昇，充滿高度的企圖和使命感，讀之令人頗為動容。可惜翌（1947）年二二八事

件中，不幸造成這位藝壇巨星的殞落。正如王白淵所說，陳澄波「……實為天才

雕塑家黃土水以後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對美術創作及美術運動，曾傾其全身全

靈，他的死對本省的美術運動有莫大損失」52王氏所論，堪稱極為中肯。個人認為

如果能讓陳氏克享天年，則以其對於西畫、膠彩和水墨的兼備素養，以及在台灣

和上海的崇高藝術聲望和廣闊的人脈關係，對於戰後初期台灣畫壇的「正統國畫

之爭」，以及「中西畫的壁壘分明」之現象，應能發揮相當的協調以及緩和之積極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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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澄波，〈日據時代台灣藝術之回顧〉，1946 年，收入《雄獅美術》106 期，1979 年 12 月，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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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白淵，〈台灣美術運動史〉，《台北文物》3 卷 4 期，1955 年 3 月，頁 33。 


